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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与本地人结婚是外来人口融入迁入地的重要途径， 但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差距导

致的不平等又阻碍了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年

数据， 探讨了外来人口婚配选择如何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结果表明， 与本地人结婚显

著削弱了外来人口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导致后者拥有更少的家庭决策权。 上述结果在考

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 住房署名权和本地社会网络是影响外来人口家

庭议价能力的重要渠道。 议价能力降低还反映在家庭分工中， 外来人口牺牲了闲暇时间，

承担了更多家务责任。 与本地人结婚也显著提高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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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突出的变化之一， 也是引发社会变

革、 人口结构转变的主要驱动力。 人口流动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建设提供

了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持。 同时， 如何使外来人口适应迁入地的社会环境、 实现外来人

口市民化， 也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并逐步成为各地政府工作的重点攻坚

方向。

已有研究表明， 与本地人结婚可以帮助外来人口增加其对本地的身份认同和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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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 提升其社会融入水平 （孙楠， ２０２２； 王珩、 龚岳， ２０２３）。 然而， 婚姻市场中本

地人的婚配选择更倾向于本地人而非外来人口， 本地人之间结合的婚配形式能够更加

得到认可 （王黎， ２０２２）。 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 传统的婚姻观念讲究 “门当户对”，

个体搜寻配偶时往往重点考察对方的家庭资源条件 （许琪， ２０２２）。 但相比本地人， 外

来人口在房产、 社会关系等各个层面都存在一定差距 （宋月萍、 陶椰， ２０１２； 周颖刚

等， ２０１９）。 另一方面， 新兴的自由恋爱观念注重价值观的匹配， 外来人口往往因为文

化差异等因素难以融入本地人的交际圈 （潘泽泉、 林婷婷， ２０１５）。 此外， 在与本地人

的婚姻中， 外来人口的家庭地位更低 （谭琳等， ２００３）， 更可能遭遇家庭暴力等婚内问

题 （李成华、 靳小怡， ２０１２）。 外来人口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使其

难以真正实现市民化。
当前研究外来人口婚姻状况的文献较为匮乏， 尚鲜有文献研究外来人口的家庭内

部议价能力。 已有研究主要从女性视角出发， 缺乏对男性外来人口以及整个家庭决策

过程的探讨。 此外， 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主要来源于对已婚外来人口的访谈， 研究方

法以定性分析为主， 缺少量化分析， 更无法通过异质性分析展现不同特征家庭之间的

差异。
鉴于此， 本文将从家庭资源分配的视角， 分析外来人口不同婚配选择对其家庭内

部议价能力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家庭内部考察外来人口面临的不平等问题，

丰富和扩展了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研究的领域和视角。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综述

１􀆰 婚姻匹配相关研究进展

婚姻匹配， 可以理解为 “谁与谁结婚” 的问题 （李煜， ２０１１； Ｘ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和心理现象。 目前学术界对婚姻匹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类研究关注教育 －婚姻匹配。 一些学者从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否相近这一视角出

发， 探讨教育 － 婚姻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 （李安琪， ２０２２； 罗楚亮、 刘晓霞，

２０１８； 吴愈晓等， ２０１７）。 谭莹等 （２０２２） 和 Ｂｒｅｅｎ ＆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２） 的研究发现，
父母受教育水平相近的同型婚姻能够显著提高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

另一类研究则关注城乡 － 婚姻匹配。 杜永潇和董浩 （２０２３） 的研究发现城镇户口

夫妻的教育同质性远高于一方或双方均为农村户口的夫妻。 靳小怡和段朱清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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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主流的婚配模式仍是同质婚姻， 跨户籍婚姻比例只有约 １３％ 。 随

着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 流动人口与迁入地本地户籍人口结婚的情况愈发普遍， 且

“流动人口向上婚” 的比例逐渐升高 （诸萍， ２０２０）。 以上海市为例， “本地户籍男

性 ＋非本地户籍女性” 的婚配组合占比最高， 本地户籍人口更倾向于寻找中、 东部等

离上海较近地区的外来人口 （赵晔琴等， ２０１６）。 此外， 部分学者发现放开户籍限制、
降低大中型城市的落户门槛有助于人口正常流动、 扩大婚姻选择范围 （齐亚强、 牛建

林， ２０１２； 王丰龙、 何深静， ２０１４； 许琪、 田思钰， ２０２２）。

另一些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婚配与社会阶层和代际流动这一领域。 该类文献一

方面侧重于分析和测度社会阶层较低个体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 （石磊， ２０２０； 王杰、
李姚军， ２０２３）， 另一方面着重研究婚姻匹配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 （刘怡等， ２０１７；

Ｇｕ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研究结果显示父代收入对子女配偶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明婚姻匹配是形成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
综上所述， 目前已有文献仅关注配偶选择这一层面， 对婚后家庭内部决策机制和

相应的量化分析研究相对匮乏。 本文从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婚配选择出发， 考察其对

婚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决策机制的影响。
２􀆰 家庭议价能力相关研究进展

议价能力， 原指在讨价还价、 合同拟定到达成协议的过程中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互

相施加影响的作用力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１９５６）。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５） 最早将议价能力引入家庭经

济学领域， 认为单个家庭成员的决策受制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 家庭拥有独立的效用

函数， 家庭成员凭借各自工作的擅长程度以及效率高低等比较优势， 在育儿数量、 家

务劳动、 工作时长等方面相互影响并开展任务分配 （席艳乐等， ２０２３）。
基于相对资源理论， 学术界将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定义为家庭成员对家庭内部资源

禀赋的占有和控制能力， 掌握更多资源一方的议价能力更强， 由此影响家庭内部资源

分配的结果 （ Ｍａ ＆ Ｐｉａｏ， ２０１９ ）。 Ｍａｎｓｅｒ ＆ Ｂｒｏｗｎ （ １９８０ ） 和 ＭｃＥｌｏｒｙ ＆ Ｈｏｒｎｅｙ

（１９８１） 将纳什议价模型引入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研究， 构建了以 “威胁点” 为核心的

离婚威胁模型。 “威胁点” 指的是个体离婚后可获得的最大资源量， 反映了个体在婚姻

中的机会成本， 个体在家庭资源分配中会索取不少于自己离婚后可获得的资源量。 但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 Ｐｏｌｌａｋ （１９９３） 提出虽然离婚是夫妻双方可利用的终极威胁， 也是谈判失败

婚姻的可能归宿， 但离婚并不是谈判可以进行的唯一可能威胁点。 因此，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
Ｐｏｌｌａｋ （１９９３） 重新构建了以婚姻中归属于个体控制的资源量为威胁点的 “分离半球模

型”， 将 “威胁点” 的概念保留在了婚内。 当达成婚内合作时， 婚姻双方可以分享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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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控制的资源。 但当婚内发生冲突时， 婚姻双方只能使用自己所控制的资源。 当合作

收益高于冲突收益时， 个体为获得更高的收益而谋求继续合作， 愿意在家庭公共资源

的分配上做出让步， 牺牲自己的议价能力。
对于议价能力影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家

庭消费支出分配。 已有研究表明， 当女性在家庭中议价能力上升时， 会增加女性偏好

的营养、 教育、 健康以及艺术类商品的消费支出 （吴晓瑜、 李力行， ２０１１； Ｍａｕｒｉ ＆
Ｗｏｌｆ， ２０２１；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９９０ ）， 减少男性偏好的烟、 酒等 商 品 消 费 支 出 （ Ｐｏｒｔｅｒ，

２０１６）。 第二类是家庭时间分配和劳动行为。 个体的时间可以拆分成工作时间、 家务时

间和闲暇时间。 个体渴望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 在家务和劳动方面投入更少的精力。
家庭内部议价能力较弱的个体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劳动 （齐良书， ２００５；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或承担更多的育儿职责 （丁从明等， ２０２０）。 同样， 当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变弱时， 个体会选择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鲁元平等， ２０２０； Ｇｒａｙ， １９９８）。 第三类是

家庭决策权的分配。 家庭议价能力较弱的一方在家庭事务中拥有较少的决策权 （王群

勇、 赵玮， ２０１９； 殷浩栋等， ２０１８）。 第四类是家庭中个体的负外部性行为。 研究发现

当女性工资与男性工资更接近时， 女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相应增加， 女性所遇到的

家庭暴力也会显著减少 （Ａｉｚｅｒ， ２０１０）。
（二） 研究假设

中国人口流动大体呈现由乡村到城市、 由中西部地区到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特征

（劳昕、 沈体雁， ２０１５）。 迁入地较高的住房成本以及完全陌生的社会关系网络抑制了外

来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 （杨菊华， ２００９； 杨雪、 魏洪英， ２０１７）。 尽管通过与本地人结婚

外来人口可以与配偶共享房产 （穆学英等， ２０２２） 和社会网络 （Ｋｏｅｌ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但

这类资源的婚内支配权和所有权大多归属于本地配偶， 外来人口很难拥有房产的署名权

和独立的社会关系网络。 一旦在婚姻中发生了冲突导致合作关系破裂， 外来人口将失去

该类资源的使用权。 因此， 为了谋求稳定的婚内合作关系， 外来人口选择牺牲议价能力，

这将导致其在家庭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 根据以上论断， 本文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 １： 相比与外来人口结婚， 与本地人结婚削弱了外来人口的家庭内部议价能

力， 导致后者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

假设 ２： 没有房产署名权是外来人口在与本地人婚姻中家庭内部议价能力被削弱的

重要因素。
假设 ３： 没有独立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外来人口在与本地人婚姻中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被削弱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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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与模型

（一） 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数据。
ＣＦＰＳ 预调查始于 ２００８ 年， 并于 ２０１０ 年完成基线调查。 该数据包含了具有全国代表性

的超过 １６０００ 个家庭的成人和儿童信息， 为研究中国家庭和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数据

来源。 本文利用 ＣＦＰＳ 数据中关于受访者出生地、 １２ 岁时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详细信

息对外来人口进行识别。 需要强调的是， 本文选用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横截面数据是因为仅

２０１４ 年 ＣＦＰＳ 问卷包含家庭成员决策权的问题， 而其他年份并未涉及此类问题。
中国的户籍制度极大限制了非本地户籍人口在迁入地所享有的福利。 因此， 多数

学者在研究外来人口面临的不平等问题时都根据户籍地与现居住地是否相同来界定个

体是否为外来人口。 但是事实上除了户籍因素外， 地理距离因素导致的资源差距也是

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强大阻碍。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 获得了 “户籍平等” 的个体也可

能遭到不平等对待。
近年来， 已有一些学者开始采用出生地或婚前居住地与现住地是否相同来定义外

来人口， 以此更全面地衡量外来人口在本地面临的融入困难 （崔岩， ２０１２； 周皓，

２０２２）。 由于个体 １２ 岁前离开出生地大概率是因为其本人随父母进行的家庭化迁移

（宋旭光、 何佳佳， ２０１９）， 其婚前拥有的家庭资产、 家庭社会关系更可能集中在 １２ 岁

时的所在地。 因此， 本文没有直接采用出生地与现住地是否相同定义个体是否为外来

人口， 而是借鉴郭婷和秦雪征 （２０１６） 确认婚前户口类型的研究思路， 选择 １２ 岁时所

在地作为婚前所在地， 并根据 １２ 岁时所在地与现住地是否相同定义外来人口。

本文主要关注外来人口婚配选择如何影响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和家庭内部不平等，
所以本文仅保留已婚且夫妻双方都处于劳动年龄 （１５ ～ ６４ 岁） 的外来人口样本， 并删

除夫妻双方任何一方不在家居住的样本。
（二）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关注外来人口婚配选择如何影响个体的议价能力， 家庭内部资源的最终分配

是反映议价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本文以是否拥有家庭决策权衡量议价能力的强弱。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年家庭成员问卷中提供了 ５ 个涉及家庭决策权的问题， 包括 “支出分配决策

权” “储蓄投资决策权” “奢侈品消费决策权” “子女教育决策权” “房产决策权”。 本

文根据个体是否拥有该项决策权，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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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直接相加计算得到家庭决策加总得分， 值越大代表个体在家中拥有更多的决

策权。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若配偶为本地人， 则取 １， 若配

偶为外来人口则取 ０。

已有研究表明夫妻双方的收入、 学历、 户口类型、 子女情况都会影响家庭内部议

价。 结合现有文献， 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包括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 收入、 学历、 户口类型、 健康程度 （１ ～ ５， 值越低越健康）； 配偶特征， 包

括配偶收入、 学历和户口类型； 家庭特征， 包括家庭年收入、 是否有孩子、 结婚时长。

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动的省份经济、 文化等因素的影

响。 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拥有支出分配决策权 （是 ＝ １） ３５９２ ０􀆰 ４１２ ０􀆰 ４９２ ０ １
是否拥有储蓄投资决策权 （是 ＝ １） ３５８４ ０􀆰 ４０５ ０􀆰 ４９１ ０ １
是否拥有奢侈品消费决策权 （是 ＝ １） ３５８５ ０􀆰 ４１９ ０􀆰 ４９３ ０ １
是否拥有子女教育决策权 （是 ＝ １） ３５９１ ０􀆰 ４４６ ０􀆰 ４９７ ０ １
是否拥有房产决策权 （是 ＝ １） ３５４８ ０􀆰 ３８９ ０􀆰 ４８８ ０ １
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３５２８ ０􀆰 ４８５ ０􀆰 ４９０ ０ １􀆰 １７８
家庭决策加总得分 ３５２８ ２􀆰 ０６５ ２􀆰 ０７４ ０ ５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是 ＝ １） ３１５８ ０􀆰 ５２４ ０􀆰 ４９９ ０ １
性别 （男 ＝ １） ３６０２ ０􀆰 ３６５ ０􀆰 ４８１ ０ １
年龄 ３６０２ ４５􀆰 ６８７ １０􀆰 ９５０ １９ ６４
年龄平方 ３６０２ ２２０７􀆰 １３９ ９９１􀆰 １１９ ３６１ ４０９６
年收入 （万元） ３５９８ １􀆰 ２１６ ２􀆰 ０９８ ０ １０􀆰 ５００
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３６０２ ０􀆰 ３６３ ０􀆰 ４８１ ０ １
学历： 初中 ３６０２ ０􀆰 ２９６ ０􀆰 ４５７ ０ １
学历： 高中 ３６０２ ０􀆰 １８４ ０􀆰 ３８７ ０ １
学历： 大专及以上 ３６０２ ０􀆰 １５８ ０􀆰 ３６５ ０ １
户口 （非农 ＝ １） ３４９９ ０􀆰 ４９０ ０􀆰 ５００ ０ １
健康程度 ３６０２ ３􀆰 ００７ １􀆰 １５９ １ ５
配偶年收入 （万元） ３５９２ １􀆰 ３５４ ２􀆰 １２６ ０ １０􀆰 ０００
配偶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３６０２ ０􀆰 ３４０ ０􀆰 ４７４ ０ １
配偶学历： 初中 ３６０２ ０􀆰 ３２３ ０􀆰 ４６８ ０ １
配偶学历： 高中 ３６０２ ０􀆰 １９４ ０􀆰 ３９６ ０ １
配偶学历： 大专及以上 ３６０２ ０􀆰 １４３ ０􀆰 ３５０ ０ １
配偶户口 （非农 ＝ １） ３４９２ ０􀆰 ４９７ ０􀆰 ５００ ０ １
家庭年收入 （万元） ３５８９ ６􀆰 ６２０ ６􀆰 ０８２ ０􀆰 ２００ ４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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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有孩子 （是 ＝ １） ３６０２ ０􀆰 ４００ ０􀆰 ４９０ ０ １
结婚时长 （年） ３３９７ ２１􀆰 ５６７ １１􀆰 ０９３ ２ ４７
是否拥有自有产权房 （是 ＝ １） ３６０２ ０􀆰 ７９８ ０􀆰 ４０１ ０ １
是否房产署名 （是 ＝ １） ３６０２ ０􀆰 ２８８ ０􀆰 ４５３ ０ １
人情礼支出 （对数） ３１０７ ７􀆰 ８６６ １􀆰 １００ ０ １１􀆰 ５１３
每日工作时长 （小时） ３６０２ ４􀆰 ５９０ ３􀆰 ９４８ ０ １４
每日家务时长 （小时） ３５６１ ２􀆰 １３６ １􀆰 ７９２ ０ ９
每日闲暇时长 （小时） ３５６４ ２􀆰 ６４５ ２􀆰 ０２７ ０ １０
社会融入主成分得分 ３４０１ ０􀆰 ２５３ ０􀆰 ３８８ ０ １􀆰 ３３１
社会融入加总得分 ３４０１ ０􀆰 ９４３ １􀆰 ４４１ ０ ５
自评社会地位 ３４６８ ２􀆰 ８３０ ０􀆰 ９６８ １ ５
自评家庭社会地位 ３４６８ ３􀆰 ０３２ ０􀆰 ９３１ １ ５
理想孩子数 ３４７０ １􀆰 ８９９ ０􀆰 ６２６ ０ ８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 实证模型

为了探寻外来人口不同婚配选择对其家庭议价能力的影响情况， 本文构建如下实

证模型：

Ｙｉｐ ＝ α ＋ β∗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ｉｐ ＋ γｐ ＋ Χ′ｉｐ φ ＋ εｉｐ （１）

其中， ｉ 代表外来人口个体， ｐ 代表个体所在省份。 Ｙ 代表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情

况，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将通过主成分法计算的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分别采用是否拥有五项决策权和家庭决策加总得分作为被解释

变量。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表示个体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Ｘ 表示其他个体特征变量。 系数 β 的理论

预期为负， 这是由于外来人口在婚姻中对家庭资源控制能力较弱， 导致其在家庭内部

的威胁点低于配偶， 议价能力被削弱， 因而在家庭中拥有更少的决策权。

四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 ２ 所示， 本文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并控制省份固定

效应，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对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的回归系数始终在

１％水平上显著， 系数取值从 － ０􀆰 １３６ 增加至 － ０􀆰 ０７６。 该结果说明与本地人结婚降低了

外来人口的家庭决策权， 前文所述的假设 １ 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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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１） （２） （３） （４） （５）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０􀆰 １３６∗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８）

性别
∗∗０􀆰 １２１∗

（０􀆰 ０３３）

∗∗０􀆰 １２５∗

（０􀆰 ０３３）

∗∗０􀆰 １１７∗

（０􀆰 ０３４）

∗∗０􀆰 １１６∗

（０􀆰 ０３５）

年龄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５）

年龄平方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年收入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学历： 初中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５）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９３∗

（０􀆰 ０２６）

学历： 高中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７）

∗∗０􀆰 １０１∗

（０􀆰 ０３１）

∗∗０􀆰 １０６∗

（０􀆰 ０３２）

∗∗０􀆰 １００∗

（０􀆰 ０３３）

学历： 大专及以上
０􀆰 ０５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２）

户口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２）

健康程度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配偶年收入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配偶学历： 初中
∗∗－０􀆰 ０９７∗

（０􀆰 ０２５）

∗∗－ ０􀆰 １０５∗

（０􀆰 ０２６）

∗∗－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７）

配偶学历： 高中
∗－０􀆰 ０８３∗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３）

配偶学历： 大专及以上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４４）

配偶户口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家庭年收入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是否有小孩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２）

结婚时长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常数项
∗∗０􀆰 ５４８∗

（０􀆰 ００５）

∗∗－ ０􀆰 ８７２∗

（０􀆰 １１４）

∗∗－ ０􀆰 ８２６∗

（０􀆰 １１１）

∗∗－ ０􀆰 ８１９∗

（０􀆰 １２３）

∗∗－ ０􀆰 ７８１∗

（０􀆰 １３９）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Ｒ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９２
观察值 ３０９１ ３０００ ２９６２ ２８１３ ２８１３

　 　 注： 基准回归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模型； 学历和配偶学历以小学及以下为对照组；∗、∗∗、∗∗∗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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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被解释变量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本文将支出分配决策权、 储蓄投资决策权、 奢侈品消费决策

权、 房产决策权和子女教育决策权这五项决策权直接加总得到的家庭决策加总得分作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由于决策权为 ０ ～ １ 变量， 家庭决策加总得分为有序变量， 本

文分别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刻画与本地人结婚对外来人口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与本地人结婚降低了外来人口在支出分配、 储蓄投资、 奢侈品消费、

房产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决策权。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 同样验

证了研究假设 １。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更换被解释变量

家庭决策

加总得分

支出分配

决策权

储蓄投资

决策权

奢侈品消

费决策权

房产

决策权

子女教育

决策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０􀆰 １９２∗

（０􀆰 ０４４）

∗∗－ ０􀆰 ２１５∗

（０􀆰 ０５２）

∗∗－ ０􀆰 ２２８∗

（０􀆰 ０４９）

∗∗－ ０􀆰 １４９∗

（０􀆰 ０５０）

∗∗－ ０􀆰 １９３∗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９７∗

（０􀆰 ０５０）

常数项 －
∗∗－３􀆰 ６４９∗

（０􀆰 ４６２）

∗∗－ ３􀆰 ２７８∗

（０􀆰 ４３１）

∗∗－ ３􀆰 ６４２∗

（０􀆰 ３７９）

∗∗－ ３􀆰 ９２１∗

（０􀆰 ４４３）

∗∗－ ２􀆰 ６０７∗

（０􀆰 ４１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８１３ ２８６５ ２８５９ ２８６２ ２８２８ ２８６６

　 　 注： 模型 （１） 使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模型 （２） ～ （６） 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控制变量同表 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２􀆰 更改外来人口的定义方法

本部分根据受访者出生地与现住地是否一致重新定义外来人口。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在更换外来人口的定义方法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仍显著为负， 稳健性检验结果

符合理论预期， 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更改外来人口的定义

家庭决策

主成分得分

家庭决策

得分

支出分配

决策权

储蓄投资

决策权

奢侈品消费

决策权

房产

决策权

子女教育

决策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是否 与 本 地 人

结婚

∗∗－０􀆰 ０８３∗

（０􀆰 ０１７）

∗∗－ ０􀆰 ２０７∗

（０􀆰 ０４１）

∗∗－ ０􀆰 ２３１∗

（０􀆰 ０４６）

∗∗－ ０􀆰 ２２７∗

（０􀆰 ０４６）

∗∗－ ０􀆰 １７９∗

（０􀆰 ０４６）

∗∗－ ０􀆰 ２１２∗

（０􀆰 ０４３）

∗－ ０􀆰 １０９∗

（０􀆰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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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庭决策 家庭决策 支出分配 储蓄投资 奢侈品消费 房产 子女教育

主成分得分 得分 决策权 决策权 决策权 决策权 决策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常数项
∗∗－０􀆰 ８６８∗

（０􀆰 １３１）
－

∗∗－３􀆰 ９１０∗

（０􀆰 ４１８）

∗∗－ ３􀆰 ４５８∗

（０􀆰 ４１３）

∗∗－ ３􀆰 ８１３∗

（０􀆰 ３７４）

∗∗－ ４􀆰 ０９４∗

（０􀆰 ４２９）

∗∗－ ２􀆰 ７５３∗

（０􀆰 ３８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３００１ ３００１ ３０５８ ３０５０ ３０５２ ３０１９ ３０５９

　 　 注： 模型 （１） 使用 ＯＬＳ 模型， 模型 （２） 使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模型 （３） ～ （７） 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控制变量同表 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３􀆰 内生性检验

夫妻双方的婚前感情基础会影响各自在婚后家庭中的资源分配情况。 由于模型没

有纳入夫妻婚前感情基础的代理变量， 因此本文基准回归结果面临遗漏变量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 估计结果存在偏误。 鉴于此， 本文参考孙楠 （２０２２） 的研究， 选取县级层

面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结婚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选取该工具变量的

依据是： 第一， 同地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结婚的比例能反映该地区外来人口找到本地

配偶的难易程度， 比例越高则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结婚的可能性越大， 满足工具变量的

相关性； 第二， 同地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结婚比例不会通过除核心解释变量外的其他

路径影响个体在家庭中的决策权， 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 从表 ５ 的结果来看， 第一

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同地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结婚的比例与外来人口的婚配选择显著正

相关。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说明与本地人结婚削弱了外来人口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导

致其失去了部分家庭决策权。

表 ５　 内生性检验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１） （２）

县层面均值
∗∗０􀆰 ９４５∗

（０􀆰 ０２９）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０􀆰 １５３∗

（０􀆰 ０３５）

常数项
０􀆰 １５７

（０􀆰 １４５）

∗∗－ ０􀆰 ７２１∗

（０􀆰 １４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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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１） （２）
观察值 ２８１３ ２８１３
Ｆ 值 ８４９􀆰 ０１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控

制变量同表 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机制分析

（一） 房产署名权与议价能力损失

已有研究表明， 房屋产权的隶属关系与个人家庭议价能力密切相关， 房产归属情况

影响了家庭的内部资源分配结果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尽管在与本地人的婚姻中， 外来人口可

以与配偶共享房产使用权， 但无房产署名权会导致外来人口在婚姻中的威胁点低于本地配

偶， 由此在家庭资源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 （刘姝辰、 孙圣民， ２０２１）。 本文将对这一机制进

行检验， 探讨房产署名权是否为外来人口在与本地人的婚姻中遭到议价能力损失的原因。

分析结果如表 ６ 的第 （１） ～ （２） 列所示。 其中， 被解释变量自有产权为 ０ ～ １ 变

量， 取值为 １ 表示受访外来人口所在家庭的住房产权类型为完全自有， 取值为 ０ 表示

住房产权类型为非完全自有。 被解释变量房产署名为 ０ ～ １ 变量， 取值为 １ 表示受访外

来人口在房产中有署名， 取值为 ０ 表示在房产中无署名。

表 ６　 机制分析： 房产署名权与议价能力损失

自有产权 房产署名 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全样本 全样本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１） （２） （３） （４） （５）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０􀆰 ０８３∗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５）

常数项
－ ０􀆰 ０７５
（０􀆰 １８６）

－ ０􀆰 ３４７∗

（０􀆰 １９２）
－ ０􀆰 ５８２
（０􀆰 ４７０）

∗∗－ ０􀆰 ９６５∗

（０􀆰 ２３４）

∗－ ０􀆰 ６７１∗

（０􀆰 ２９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８７５ ２３０６ ７９８ １４５９ ５５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控

制变量同表 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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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６ 第 （１） 列所示， 与本地人结婚显著增加了外来人口所在家庭拥有自有产权

住房的概率。 我们进一步保留其家庭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个体样本， 以 “是否房产署

名”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如第 （２） 列所示。 与第 （１） 列结果截然相反， 与

本地人结婚显著减少了外来人口在自家房产署名的概率。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 ２ 的可靠性， 我们将样本分为三类， 并根据分类进行分样本

回归： 第一类， 家庭拥有房产， 且外来人口在房产署名； 第二类， 家庭拥有房产， 但

外来人口未在房产署名； 第三类， 家庭未拥有房产。 如果没有房产署名权是外来人口

议价能力受损的重要原因， 则与本地人结婚对议价能力的负向影响应只体现在第二类

样本的回归结果中。 结果分别如表 ６ 的第 （３） ～ （５） 列所示， 只有家庭拥有房产、
但个人未在房产署名的外来人口的议价能力遭到损失。 该结果说明 “寄人篱下” 是外

来人口议价能力被削弱的重要因素， 假设 ２ 得以验证。
（二） 社会网络与议价能力损失

现代家庭除了从血缘亲属关系中获得援助， 还注重通过婚姻关系拓展社会网络，
以期在未来获得支持与帮助。 而社会网络具有依附性， 来自本地配偶的社会网络资源

由本地配偶掌握 （Ｋａｗａｃｈｉ ＆ Ｂｅｒｋｍａｎ， ２００１）， 外来人口为了继续使用配偶的社会网络

资源， 会主动降低自己的家庭议价能力， 寻求在婚姻中的合作， 这会使得外来人口在

家庭中失去决策权。
本文参考周洋和刘雪瑾 （２０１７） 的做法， 将 ＣＦＰＳ 问卷中 “过去 １２ 个月， 您家总

共出了多少人情礼” 的值取对数， 作为本地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 由于 ＣＦＰＳ 问卷中无

法区分人情礼支出中用于维护本地和外地社会网络的比例， 以人情礼总支出作为社会

网络的代理变量可能高估了外来人口家庭在本地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 为缓解这一情

况对机制分析结论可靠性的影响， 本部分在基准模型控制变量基础上增加了 “不同县

生活的兄弟姐妹数量” 以控制外来人口在迁出地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 理由在于： 即

便个体迁往外地生活， 迁出地亲属的人情往来仍然是人情礼支出的重要组成， 控制这

一变量可以减少这部分支出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从第 （１） 列的结果可知， 与本地人结婚拓宽了外来人口在当地

的社会网络， 显著增加了家庭人情礼支出。 本文进一步根据家庭人情礼支出对数的均

值进行划分， 大于均值的家庭作为强社会网络组， 低于等于均值的家庭作为弱社会网

络组。 回归结果如第 （２） ～ （３） 列所示， 仅有强社会网络家庭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显著为负。 上述结果表明与本地配偶结婚后， 外来人口可以共享来自配偶的社会网络

资源， 但由于外来人口对这部分社会网络资源没有控制权， 为维持这部分资源的使用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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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外来人口需要寻求与其配偶的长期合作， 最终导致其家庭议价能力被削弱， 假设 ３

得到验证。

表 ７　 机制分析： 社会网络的作用

社会网络 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全样本 强社会网络 弱社会网络

（１） （２） （３）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０􀆰 １５９∗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０）

不同县兄弟姐妹数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常数项
∗∗７􀆰 １６５∗

（０􀆰 ５７９）

∗∗－ １􀆰 １５４∗

（０􀆰 ２３８）

∗－ ０􀆰 ６３７∗

（０􀆰 ２４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２１４ １１２１ １０４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控

制变量同表 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 婚姻时长与议价能力损失

外来人口在本地居住的时间越长， 在本地积累的社会关系网络就越广泛。 基于此，

本文尝试探讨随着结婚时间的延长， 外来人口对本地配偶的依赖程度是否也逐渐减弱，

家庭内部议价能力随之增加。 结果如表 ８ 所示。 第 （１） 列加入了是否与本地人结婚和

结婚时长的交互项， 结果显示随着结婚时长的增加， 与本地人结婚对外来人口议价能

力的削弱作用逐步减弱。 第 （２） ～ （３） 列以结婚时长是否超过 ２０ 年为分界点， 分别

对结婚时长大于等于 ２０ 年和小于 ２０ 年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表明， 结婚时长超过

２０ 年的样本组关键解释变量系数不显著， 而低于 ２０ 年的样本组系数显著为负。 以上结

果表明， 虽然短期内与本地人结婚显著削弱了外来人口的家庭议价能力， 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种削弱作用逐步消失。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 第一， 随着婚姻时间的延长， 外来人口在本地居住的

时长也相应增加， 逐步积累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资源， 在家庭内部议价过程中不再处于

劣势； 第二， 随着婚姻时长的增加， 夫妻双方进行了大量的情感、 时间等经济社会资

源之外的投入。 随着沉没成本的增加， 婚姻双方都更倾向在家庭博弈中促成合作、 在

家庭内议价过程中相互让步。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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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婚姻时长与议价能力损失

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全样本 结婚时长≥２０ 年 结婚时长 ＜ ２０

（１） （２） （３）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０􀆰 １４７∗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２６）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 结婚时长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结婚时长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常数项
∗∗－０􀆰 ６９１∗

（０􀆰 １５０）
０􀆰 ８３５

（０􀆰 ７１１）

∗－ ０􀆰 ６８９∗

（０􀆰 ３２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８１３ １５９２ １２２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控

制变量同表 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性别维度的异质性分析

已有关于家庭内部议价能力与家庭内部不平等的研究多基于性别视角展开分析。

尽管本文以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资源差距作为研究的立足点， 但我们也同样关心不同

性别的外来人口在与本地人结婚后， 其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变化是否存在显著的差

异。 相关回归结果见表 ９。 从第 （１） ～ （２） 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男性和女性外

来人口在与本地人的婚姻中面临几乎相同程度的议价能力损失， 说明外来人口和本地

人的资源差距在双方议价博弈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该作用超过了性别因素对议价

能力的影响。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本研究对议价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的贡献。

表 ９　 异质性分析

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男 女 高学历 低学历 本地户籍 外地户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７０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１）

∗－ ０􀆰 １３２∗

（０􀆰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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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决策主成分得分

男 女 高学历 低学历 本地户籍 外地户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常数项
－ ０􀆰 １５０
（０􀆰 ３２２）

∗∗－ ０􀆰 ９６４∗

（０􀆰 １９５）
－ ０􀆰 ４５３
（０􀆰 ４０８）

∗∗－ ０􀆰 ７９２∗

（０􀆰 １５７）

∗∗－ ０􀆰 ７８５∗

（０􀆰 １６９）
－ ０􀆰 ５８７∗

（０􀆰 ３２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９７４ １８３９ ４３８ ２３７５ ２３５２ ４５９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控

制变量同表 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２􀆰 学历维度的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探讨不同学历水平的外来人口是否在与本地人的婚姻中面临议价能力损

失。 本文将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水平定义为高学历， 大专学历以下为低学历。 如表 ９ 所

示， 第 （３） 列高学历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不显著， 说明高学历外来人口在与本地人

的婚姻中并未遭受议价能力损失。 第（４） 列低学历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负，
该结果说明低学历外来人口在与本地人的婚姻中会遭到议价能力损失。 造成这一结

果的原因在于： 第一， 高学历者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经济、 社会资源， 对配偶的依赖

性更弱； 第二， 随着学历的提高， 个体对于公平的感知更强， 更追求家庭权利上的

平等。

３􀆰 户籍维度的异质性分析

尽管外来人口可以通过与本地人结婚获取本地户籍， 但考虑到不同地区通过婚姻

随迁方式获得户籍的难易程度不一致， 部分与本地人结婚的外来人口仍未获得 “户籍

平等”。 因此， 本文以 “是否拥有当地户籍” 对样本进行分组， 探究不同户籍类型外来

人口婚配选择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异质性影响。 结果如表 ９ 第 （５） ～ （６） 列所示，
持有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结婚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 且数

值远大于拥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 该结果说明相比拥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 非本

地户籍的外来人口在与本地人的婚姻中面临更严重的议价能力损失。
即使外来人口拥有本地户口， 与本地人结婚也显著削弱其家庭议价能力， 且估计

系数绝对值与基准回归的系数相近， 这说明非户籍因素 （地理距离因素） 对家庭内部

议价能力仍然有着重要影响。 该结果也说明了本文对外来人口的定义方法能更全面地

捕捉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婚姻中面临的不平等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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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进一步探讨

（一） 外来人口婚配选择与家庭分工

除了决策权分配， 家庭分工也被作为衡量家庭议价能力如何影响家庭资源分配的

重要指标。 在家庭中议价能力更弱的一方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责任， 付出更多的工作

时间， 享受更少的闲暇时间。 本文参考张勋等 （２０２３） 关于闲暇时间的计算方法， 使

用个体看电影时长、 锻炼时长和上网时长相加作为闲暇时长。 表 １０ 第 （１） 列结果显

示， 与本地人结婚显著增加了外来人口的家务劳动时长。 这一结果背后有两种影响机

制。 第一种机制基于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５） 提出的单一决策模型， 以家庭为整体进行家庭分

工决策， 决策目标是家庭总产出最大化。 在外地人与本地人结合的家庭中， 由于本地

配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 家庭分工表现为本地配偶主外， 更多时间投入工作； 外来

人口主内， 更多从事家务劳动， 以此实现家庭产出最大化。 因此， 与本地人结婚的外

来人口需要付出更多家务时间。

第二种机制基于 Ｍａｎｓｅｒ ＆ Ｂｒｏｗｎ （１９８０） 和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 Ｐｏｌｌａｋ （１９９３） 提出的合作

博弈模型。 从家庭内部议价的视角， 家庭中每名成员都是利己的， 在追求个体效用最

大化的基础上， 通过内部议价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 在外地人与本地人结合的家庭

中， 外来人口共享了本地配偶提供的社会经济资源， 选择合作的收益远高于冲突的收

益， 外来人口的议价威胁点更低， 最终选择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 承担更多的家务责

任， 以谋求婚内的合作关系。

表 １０ 第 （２） ～ （３） 列结果表明， 与本地人结婚并不显著改变外来人口的工作时

间， 但显著减少了外来人口的闲暇时间， 且减少的闲暇时长约等于增加的家务时长。

该结果说明与本地人结婚的外来人口承担更多家务责任的原因并非优势互补， 而是其

在家庭内部议价中处于弱势地位， 外来人口牺牲了闲暇时间而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

表 １０　 外来人口婚配选择与家庭分工

家务时长 工作时长 闲暇时间

（１） （２） （３）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０􀆰 ３７３∗

（０􀆰 １５３）
－ ０􀆰 ３００
（０􀆰 ３６４）

－ ０􀆰 ３８６∗

（０􀆰 ２１３）

常数项
０􀆰 ９６５∗

（０􀆰 ５４５）
－ １􀆰 ４７７
（１􀆰 ２１２）

∗∗８􀆰 ５５１∗

（０􀆰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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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务时长 工作时长 闲暇时间

（１） （２） （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８７０ ２８７５ ２８７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控

制变量同表 ２； 该部分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 工具变量选择同前文， 仅报告第二阶段结果。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 外来人口婚配选择与社会融入

已有研究发现与本地人结婚提高了外来人口的自评本地身份认同以及长期居留意

愿和实际居留时间， 因此提高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 （孙楠， ２０２２； 王珩、 龚岳，
２０２３）。 本文选取社会歧视、 自评社会地位、 生育意愿三个维度衡量外来人口不同婚配

选择对其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
１􀆰 社会歧视变量

本文选取 “是否因户籍而受到不公” “是否受到政府干部不公” “是否与政府干部

发生冲突” “是否到政府办事受到拖延或推诿” “是否遭政府不合理收费” 五个问题，
分别采用主成分法和简单加总， 计算社会歧视主成分得分和社会歧视加总得分， 该变

量取值越小说明个体在本地遇到更少的歧视， 社会融入程度更高。
２􀆰 自评社会地位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年调查要求受访者对 “您在本地的社会地位？” 和 “您家在本地的社会

地位？” 两个问题进行评分， 取值为 １ ～ ５， 值越高代表个体的自评社会地位越高， 反映

了更高的社会融入水平。
３􀆰 生育意愿

本文选取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年调查中 “不考虑政策限制， 您认为有几个孩子比较理想？”
作为生育意愿的代理变量。 如果个体的生育意愿越强， 说明其在本地的生活质量和社

会融入水平较高。
如表 １１ 所示， 相比与外来人口结婚， 与本地人结婚的外来人口在本地遭受歧视的

概率显著减少， 不论是自评个体社会地位还是自评家庭社会地位都显著提升， 并且生

育意愿也显著增加。 这一结果说明与本地人结婚增加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 也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外来人口在面临家庭议价损失时还愿意与本地人维持婚姻关系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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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外来人口婚配选择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社会歧视

主成分得分

社会歧视

加总得分

自评个体

社会地位

自评家庭

社会地位
理想孩子数

是否与本地人结婚
∗∗－０􀆰 １３０∗

（０􀆰 ０３８）

∗∗－ ０􀆰 ４９０∗

（０􀆰 １４３）

∗∗０􀆰 ２５１∗

（０􀆰 ０８４）

∗０􀆰 １８８∗

（０􀆰 ０８２）

∗０􀆰 １４０∗

（０􀆰 ０７１）

常数项
∗０􀆰 ３４７∗

（０􀆰 １４１）

∗１􀆰 ３４６∗

（０􀆰 ５２４）

∗∗２􀆰 ９５６∗

（０􀆰 ３１０）

∗３􀆰 １９８ ∗

（０􀆰 ３１６）

∗∗１􀆰 ４８４∗

（０􀆰 ２１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８１１ ２８１１ ２８６６ ２８６５ ２８６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均聚类到县级层面； 控

制变量同表 ２； 该部分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 工具变量选择同前文， 仅报告第二阶段结果。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 年数据， 研究了外来人口的不同婚配选择如何影响其家庭议

价能力的问题。 结果表明， 与本地人结婚的外来人口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受损， 具体表

现为其在家庭中拥有更少的决策权。 外来人口在住房、 社会关系上存在资源劣势， 与

本地配偶结婚虽然可以使其共享住房使用权和社会关系， 但由于外来人口对现有资源

没有支配权， 导致其在议价博弈中处于弱势， 进而在家庭决策中缺乏话语权。 但这种

议价能力损失随着结婚时间的延长逐步减轻。

此外， 本文根据性别、 学历、 户籍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外来人口与本地

人的婚姻中， 男性和女性外来人口都会面临议价能力的损失， 这说明不同性别的外来

人口在获取本地社会资源方面都存在劣势。 同时， 相比低学历者， 高学历外来人口与

本地人结婚并不会遭遇议价能力损失， 其主要原因在于高学历外来人口可以凭借自身

能力和专业技能在本地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对配偶的依赖性更弱。 此外， 高学历者对

公平的感知更强， 不愿意在家庭内部议价博弈中让步。 不论外来人口是否拥有本地户

籍， 在与本地人的婚姻中都会遭遇议价能力损失。 但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的议价能力

受损程度更严重， 说明户籍因素和地理距离因素都是导致外来人口在与本地人的婚姻

中处于议价弱势的重要原因。

综上，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 外来人口存在资源劣势， 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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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的婚姻中处于议价弱势地位， 导致其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处于不利地位。 妥善

解决新市民、 外来青年人口的就业、 住房和子女教育等问题， 使其享有与本地户籍人

口相等的社会福利， 是保障外来人口基本权益、 促进家庭内部资源平等分配的根本

举措。
第二， 随着人口流动程度的加深， 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结婚的现象愈发普遍。

然而户籍制度依然是制约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目前虽然国内许多城市已经解

除或者降低了外来人口的落户门槛， 显著提升了外来人口自身福利水平和社会融入感，
但是一线城市和部分经济发达城市的户籍制度仍然较为严格， 存在着一定的制度壁垒。
这使得外来人口在婚姻生活中仍旧处于弱势地位。 各地应着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逐

步放宽落户门槛， 保障外来人口充分享受本地区的经济、 社会、 文化资源， 提升外来

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
第三， 研究结果显示低学历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结婚会显著降低其家庭内部

议价能力。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应当重点帮扶低学历群体， 在户籍、 技能培训和求职等

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帮助其提升经济和社会地位， 增强其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进而提

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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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ｅ， Ｙｕ， Ｓｉｗｅｉ Ｃｈｅｎｇ ＆ Ｘ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 ２０１５ ） ．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ｓｓｏｒ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１２ （１９）， ５９７４ － ５９７８􀆰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Ｆｕ Ｈａｎｚｈａｏ， Ｈａｎ Ｂｏ ＆ Ｚｈａｏ Ｎ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ｍａｒｒｙ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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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ａｔ ａ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 ｃａｎ ｈ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ｒｙ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ｅａｋｅｎ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ｅｖ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ｉａ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ｈｅａｖｉ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ａｒｒｙ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ｌｓｏ ｏｆｆｅｒ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１２， Ｊ１３， Ｊ１５

（责任编辑： 马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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